
从宽恕到宽容：后冲突时代
南非社会和解与转型正义之反思
———基于开普敦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

青　 觉　 朱鹏飞
内容提要　 宽恕和宽容两个概念均来自早期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南非在１９９４年废

除种族隔离之后，运用了宗教概念的政治世俗化，充分发挥了“宽恕”这一概念在化解种
族冲突，实现民族和解中的作用。然而真正的和解是一个长期的心路历程；在和平转型后
的今天，面临民主化建设与社会转型的新南非，如何发掘并运用新的精神价值资源去完成
后冲突社会的人心和解，追求社会的转型正义，成为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
在“转型正义”的话语背景下重新探讨“宽恕”与“宽容”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其在实现
民族和解与社会转型正义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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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大约公元前４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围绕着

什么是“正义”这一政治哲学问题，世人展开了长达数千年的争执与讨论。“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
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①１９９４年，经历了漫长的殖民统治与种族隔离制度
压迫的南非迎来了历史转折，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新南非正经历着社会转
型；如何化解历史上由于种族压迫造成的严重冲突，取得民族和解，实现社会的转型正义？成为新
南非民主化道路与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作者关注并思考的问题是，在种族隔离制度
废除以后，南非之所以在种族和解工作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核心经验是什么？经历了２０多
年的社会转型之后，南非的社会现况以及种族和解的状况如何？以及如何发掘并利用新的资源去
处理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完成真正的心灵和解，实现社会的转型正义。

（一）研究视角：转型正义理论视阈下的族群政治问题
“转型正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一般指称，后冲突社会中新兴民主国家如何处理前期政府所

犯下的侵犯人权、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伤；如何在矫正前期政府罪行与重新融合受害
者与加害者双方之间寻求平衡，并试图建立一个较为和平、民主与正义的未来。② 总体来讲，“转型
正义”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兴起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主流研究视角目前
主要归属于“人权”研究的范畴。

５１

从宽恕到宽容：后冲突时代南非社会和解与转型正义之反思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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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转型正义”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专门话题以来，西
方学者对此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呈现出系统化、体系化的态势，并且提出了“转型正义”的代际谱
系（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鲁蒂·泰特（Ｒｕｔｉ Ｇ． Ｔｅｉｔｅｌ）教授曾将“转型正义”划分为三个阶
段，分别为“战后转型正义”（ＰｏｓｔＷａ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后冷战转型正义”（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与“稳定国家转型正义”（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并且从国际层面、国
内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对每个阶段的“转型正义”进行了区分和定义。① 具体而言，第一阶段
的转型正义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战后对国际战犯践踏人权的罪行进行国际审判与惩罚，其类型属
于“惩罚性正义”；其分析的主要对象是战后德国。第二阶段的转型正义则主要探讨冷战结束后，
拉美、非洲和东欧等威权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新政府如何修复和弥合国内加害者群
体与受害者群体之间的社会隔阂与创伤，其类型属于“修复性正义”；南非被认为是这一类型中的
典范。第三阶段的转型正义则主要探讨新兴民主国家在国家制度层面推行过转型正义之后，如何
在社会层面进一步推进转型正义的深入化和可持续化，其类型属于“可持续性转型正义”，其特征
呈现为更加地方化、社会化、群体化和文化化。从总的研究成果上来看，西方关于转型正义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第二阶段“修复性正义”的讨论；近年来，对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化”转型正义的相关
讨论和研究正在逐渐增多。国内研究方面，对“转型正义”这一议题研究比较多的是台湾学者；其
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对南非经验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本土化研究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二二八事
件”的评论与分析。大陆学者对转型正义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停留在对南非经验的介绍。

本文的贡献在于试图结合南非的案例，把“转型正义”理论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人权”研究的
旧范畴转入到“族群政治”研究的新圈子。南非社会曾长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尤
其是种族隔离时期，是整个南非历史上人权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南非
长期族群分裂的社会现实，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往往与“黑白”等族群身份相互重合。因此，“转
型正义”这一议题在南非的社会话语环境中进行讨论，自然就表现为族群政治问题。本文便试图
在“转型正义”的理论视角下，结合南非当前的族群关系与社会政治现状，对社会公平、平等与正义
等问题进行探讨、阐释与反思。

（二）调研地及研究方法简介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作者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在南非开普敦市所进行的为期

一年的田野调查。获取资料的方法主要包括政府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地方志等当地历史
文献、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本文实证案例分析所选择的地点位于开普敦市区南郊的兰德博什
（Ｒｏｎｄｅｂｏｓｃｈ）。兰德博什是距离开普敦市区约９公里的一个富裕的白人社区，同时也是南非著名
学府开普敦大学所在区。近年来兰德博什是开普敦地区各种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频频爆发的集中
地，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分别围绕着土地、后殖民主义和教育公平等问题，在兰德博什先后爆发了“夺回
兰德博什共享地”（“Ｔａｋｅ Ｂａｃｋ Ｒｏｎｄｅｂｏｓ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２０１２． １）②、“罗德斯必须倒下”（“Ｒｈｏｄｅｓ Ｍｕｓｔ
Ｆａｌｌ”，２０１５． ３）③、“学费必须下降”（“Ｆｅｅｓ Ｍｕｓｔ Ｆａｌｌ”，２０１６． ９）④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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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ｄｅｂｏｓｃｈ，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ＳＰ）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１２５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ｉｔ． ｅｄｕ ／ ｉｓｐ＿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１２５２
参见任国英、石腾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记忆与转型正义：基于开普敦大学“罗德斯必须倒下”事件的思考》，载《世界民

族》，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Ｆｅｅｓ Ｍｕｓｔ Ｆａｌｌ”，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５日开始在开普敦大学校园爆发，整个运动持续了近两个月。笔者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初到达开普

敦大学访学，亲身经历了该运动的整个过程。



二、坦承与宽恕：族群冲突的和解之道
（一）历史、真相与审判
漫长的殖民历史与种族隔离不仅造成南非长期的历史不正义，也形成了南非纷繁复杂的族际

关系。南非的族群构成比较复杂，其中白人主要包括荷兰裔白人即阿非利卡人①与英裔白人；黑人
中又细分为科萨、祖鲁与苏陀等族群；此外还有白人与当地人混血的后代———有色人，以及少数的
亚裔移民。从好望角的发现与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到后来布尔人的迁徙、两次英布战争、南非联邦
的建立，再到英国人势力的衰微与最终阿非利卡人种族隔离政府的成立，３００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既
有白人殖民者对当地黑人的奴役与压迫，又有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利益争夺与冲突隔阂。在早期的
殖民时代，虽然也有黑人对白人的统治进行反抗，但相较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英国人
与布尔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似乎显得更加剧烈与突兀。② 而且在１９１０年南非联邦成立前，在黑人
奴隶制与种族隔离的问题上英国人与布尔人历来持不同态度。在１７９５年英国人征服荷兰人取得
开普殖民地的统治之前，荷兰人一直在此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英国人掌权之后废除了奴隶制，
致使布尔人北迁，并在内陆建立了德兰士瓦与奥兰治自由邦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继续推行严格的种
族歧视与隔离。③ 相反，英国人控制的开普殖民地甚至于１８５３年通过法律，规定其居民可以依据财
产不分肤色均享有选举权。④ 随着１９世纪末钻石矿与金矿在内陆的相继发现，英、布之间展开对
矿产的争夺，并引发了两次英布战争。为了对付布尔人顽强的游击战抵抗，英国人采取了惨无人道
的“集中营”制度，大量关押并杀害布尔人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造成了布尔人对英国人之间深刻的
民族隔阂与敌意，而南非广大黑人的真正觉醒与反抗则是在１９４８年以后。到２０世纪中期尤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英国国力的日渐式微，大英帝国在其海
外殖民地的势力处于全面收缩状态；阿非利卡人政治势力崛起，并且在１９４８年大选中获胜，成立种
族隔离政府，并出台了史上最为系统全面的种族隔离制度（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用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将
种族歧视推向了极致。⑤ 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９４年是南非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最严重的时期，不同族群
根据肤色深浅及血统不同遭受不同的待遇：黑人遭受最残酷的人权剥夺，有色人次之，而亚裔人中
的日本人、中国香港及台湾等地的移民则享受着“荣誉白人”的待遇。⑥ 整个种族隔离时期流血惨
案、暴力冲突频繁发生，人权遭受践踏，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以及暴力恐怖给受害者身体和
心灵都留下了深深的疼痛的烙印。

在经历战争、内战或暴力的社会，若真相与共识尚未建立，审判可能会带来彼此的仇恨。过去
的南非是一个充满纷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的分裂社会，为了帮助全南非人民超越过往
的纷争和仇恨，重新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尊重人权、民主的国家，１９９４年曼德拉就任总统后，新南非
政府没有采用纽伦堡式的审判，而是采取听证会式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ＴＲＣ）对过去种族隔离时期尤其是从１９６０年沙佩维尔（Ｓｈａｒｐｖｉｌ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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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利卡人（Ａｆｒｉｋａｎｅｒ）即早期的布尔人，布尔人（Ｂｏｅｒ）在荷兰语和德语中是“农夫”（Ｆａｒｍｅｒ）的意思，是原来对１７世纪来到南
非的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移民的总称。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Ｔｒａｐｉｄｏ，Ｗｈｉ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ｗｈｉ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１８５３１９１０，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１９７０，ｐｐ． ４１ － ５５．

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５６、７２—７８页。
Ｄ． Ｒ． Ｅｄｇｅｃｏｍｂｅ，“Ｔｈｅ ｎｏｎｒａｃｉａｌ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ｉｎ Ｃａｐ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８５３ － １９１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８ （１０），ｐｐ． ２１ － ３７．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法律基石和四大基本制度包括：《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促进班图自治法》，以及保留地制度、

通行证制度、特定住区制度和工业肤色壁垒制度。
日本人的“荣誉白人”待遇可追溯至１８９９年荷兰在法律上将荷属殖民地的日本人擢升到“荣誉欧洲人”地位；香港则是因为当

时仍属英国统治；中国台湾则是因为南非考虑当时国际战略的需要。



屠杀至１９９４年曼德拉就任总统以前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进行审理。两种审判方式的不同
之处在于：首先，纽伦堡审判是跟随着军事胜利后对军事战犯的审判；而南非当时的社会冲突仍未
结束，那些你想要把他带上法庭的人同时也正是你需要与其终止冲突的人。其次，纽伦堡对战争中
出现的种族清洗等罪行之所以采取惩罚、审判的解决方式，所基于的主要逻辑是过去的加害者与受
害者彼此在物理上分属于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而南非面临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受害者与加害
者、黑人与白人之间仍必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国家。① 正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圣公会
大主教图图所言：“如果谈判中坚持将所有迫害者送上法庭，谈判就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有民主的
新南非。纽伦堡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②

（二）坦承、宽恕与彩虹
宽恕（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的概念来自犹太—基督神学。根据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ａｃｋｓ）爵士的解读，犹太圣经（即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部分）内含一段五幕的宽恕戏剧，
每一幕揭示此概念的一个新面向，层层深入核心：（１）诺亚方舟之后，上帝主动宽恕了世人曾经犯
下的罪恶与强暴，并决定以彩虹为约，从此不再降下洪水；（２）约瑟夫最终宽恕了早年把他卖作奴
隶的兄弟，宽恕是终结手足操戈的方式；（３）摩西为以色列人全体代祷，获得上帝的全面宽恕，教导
我们一个“团体”如何可以得到宽恕以及如何进行和解；（４）根据摩西的晓谕，唯有放下仇恨与报复
的欲望才能使一个人从记忆的囚笼里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宽恕具有疗效；（５）随着赎罪日的订定，
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变成了固定的仪式，宽恕最终成为一种义务。③

正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安德烈·柯尔登（Ａｎｄｒé Ｃｏｒｔｅｎ）指出的，当一些问题从政
治角度不好解决时，政治就会寻求用真理、宽恕，以及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于是一些政治家就开始
用宗教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④ 然而，另一个事实是，如果“宽恕”以明确的宗教语言来阐述，则其
在世俗社会中注定无法得到重视。尤其是在分裂的社会中，若信仰乃冲突的来源之一，那么伸扬基
督教的宽恕观念将导致问题的产生，而非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将宽恕的概念进行世俗化，把宗
教宽恕转化为政治宽恕，似乎是政治家借以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行之道。无论是纽伦堡式的审判抑
或“既往不咎”的无条件大赦都不益于实现民族和解，因此南非采取了第三条道路：既不强调惩罚，
又不采取无条件大赦；而是让加害者有机会坦承自己的罪行，再提出要求宽恕；而受害者在其身心
所受创伤的事实公之于世后，也可借着对加害者的宽恕，而得到真正的医治与和解。⑤ （１９９５年，南
非在民主制度下通过立法而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任命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图图为委员会
主席，主持召开听证会，进行民族的和解工作。除了借用宗教的宽恕精神之外，图图还认为非洲恩
古尼人（Ｎｇｕｎｉ）⑥的传统价值中存在着一个“乌班图”（Ｕｂｕｎｔｕ）的观念，也是南非借以取得和解的有
效利器。“乌班图”转译成西方语言类似于“人性”／“人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其含义是：“宽厚的”“热情
的”“具有怜悯之心”“人因彼此的相依而存在才是为人”；⑦ （按照图图的阐释，Ｕｂｕｎｔｕ意味着即使
是那些曾经热心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加害者，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一残暴制度的受害者；因为我
们的人性是被互相捆绑在一起的，无论他喜欢与否，加害者“种族隔离的残暴人性”始终和他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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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Ｂｅｙｏｎｄ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 ４３（１），２０１５，ｐ． ６７．

⑤ ⑦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Ｎ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ｉｄｅｒ，Ｅｂｕｒｙ Ｐｒｅｓ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０，ｐ． ２５，３３ － ３４，３４ － ３５．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ａｃｋｓ，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ｏｗ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２．
Ａｎｄｒé Ｃｏｒｔｅｎ，“Ｌ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Ｅｇｌｉｓｅｓ ａｕ Ｒｗａｎｄａ”，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ｌ Ｎ°２００，

ｏｃｔｏｂｒｅ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１，ｐ． ８０．
恩古尼人（Ｎｇｕｎｉ），非洲南部和东部操班图语民族的一支。目前区分为三部分：南部恩古尼人包括祖鲁人、史瓦济人和豪萨人；

津巴布韦南部马塔贝莱兰的恩德贝勒人；马拉维北部、赞比亚、坦桑尼亚南部、莫桑比克加札省的恩戈尼人。



害者绑在一起，在毫无人性的迫害对方的过程中，加害者也同样被残忍的失去人性。① 所以我们有
理由也应该给加害者一个主动坦承自己罪行并获得宽恕的机会；这无疑是对双方都有益的选择。
曼德拉也见过其他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由于优秀白人分子的离开而导致经济受损，于是他向
南非的白人保证，他们将在“彩虹之国”受到保护且有发言权。就像迪格泽尔（Ｐ． Ｅ． Ｄｉｇｅｓｅｒ）借由政
治宽恕和取消债务进行类比，然后推导出以“互惠”为中心的政治宽恕理论：如同取消债务可以是
资本主义社会中，促进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之做法，宽恕可以同时为加害者与受害
者双方带来利益。② 自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成立到１９９７年８月底，“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了７０００份大
赦申请，这是以往任何组织都无法做到的；最终，经过近３年的调查和发现真相后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了
五大巨册的长篇报告，并开始有关大赦和赔偿的讨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种采用政治宽
恕的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做法，避免了社会动荡，对南非的和平民主过渡起到了积极作用；用
宽恕赢取共存，无疑也符合曼德拉与图图所提倡的“彩虹之邦”的美好愿景。

三、后冲突时代的社会、人心与政治：现况与问题
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在区分“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的区别时曾指出：事实上，现

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
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③ 根据亨廷顿的研究显示，某个国家处在变革时期的暴力、腐化以及政
治意识的增长等现象要比该国在其他时期更为普遍；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
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总是携手并进一同出现，因为它们不可能单独实现。另
有研究分析认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复杂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譬如传统性权威、家族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④ 正如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教授泰列伯兰奇
（Ｓａｍｐｉｅ Ｔｅｒｒｅｂｌａｎｃｈｅ）对转型中的南非社会的担忧：南非的人口是由人数有很大差距的不同种族群
体构成的，全部人口中包含８０％的非洲人、９％的白人、９％的有色人和约２％的印裔人。由于在选
民构成中不同种族人数的不平等，非洲人族群在民主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起到主导性作用。
当选民的种族构成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时，一个民主体制能否真正地按照民主的方式运作值得深
思；南非的民主体制，确实存在着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的危险。⑤

（一）、多元与差异：不安稳的社会
事实上，不同族群在全国人口中的巨大差距只是构成对南非当前民主体制良性运行的威胁之

一；除此之外，宗教的多样、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些因素都与族群身份杂
糅在一起，加之其在空间地理上隔离现象的延续，后冲突时代的南非社会并不安稳。尽管种族和解
后，随着制度性的种族隔离被废除以及包括《就业公平法》（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ｃｔ，ＥＥＡ）、《黑人经
济振兴法案》（Ｂｌａｃ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ＢＥＥ）等在内的经济扶持政策的实施；先前遭受种
族歧视与压迫的弱势族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许多黑人也迅速致富成长为中产阶级。但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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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Ｎ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ｉｄｅｒ，Ｅｂｕｒｙ Ｐｒｅｓ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０，ｐ． ３５．
Ｐｅｔｅｒ Ｄｉｇｅｓ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ｔｈａ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 ９３．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１—３２页。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Ｏ． Ｎｕｅｓｉｒｉ，“Ｔｈｅ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ＲＦＧＩ），ＲＦＧ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ＤＥＳＲＩＡ），２０１４，ｐｐ． １１ － ５９．

〔南非〕Ｓ．泰列伯兰奇著，董志雄译：《迷失在转型中：１９８６年以来南非的求索之路》，民主建设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７—７８页。



非的ＢＥＥ政策和“平权行动”（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ＡＡ）只是惠及了一小撮有政治关系或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黑人精英，而真正处于弱势的广大群体不仅没有从中获益，反而与那些“新兴权贵”之间的
差距越来越大，种族内部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① 总体来说，结构性的贫富差距并未得到根本改
善；以开普敦地区为例，靠近桌山、环境优美的富人社区依然以白人为主，而黑人则依旧主要居住在
城区外围、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镇区（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② 嘈杂混乱、密集连片的集装箱铁皮房屋与宁静幽
美、格局精致的城区别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街之隔却是两个世界；城市的居住空间依然复制和延续
着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白分野，③加上聚居区的族群吸引效应，不同的居住社区乃至一些主要的大城市
在空间分布上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族群属性。

正如国内相关学者指出：城市的空间分异现象除了与制度政策和经济因素有关外，还有文化上的
原因；社会出身和文化背景相同的群体由于相似的生活方式倾向于相互聚居；对少数民族特别是新移
民而言，他们与“东道主”群体在文化或族属身份上存在的差异使他们时刻保持一种心理压力并产生
内部聚合的要求。④ 或许城市的空间确实具有某种象征功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让共有某种文
化或价值的人群聚居，以便保持和维护其所属成员的群体身份认同或文化传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南非大量的本国农村流动人口及邻国难民涌入大城市周边本族群聚居的镇区贫民窟，造
成一些原本政府对其有一定规划与改造的贫民窟规模无限扩大，贫民窟内部的社会秩序愈加恶化，居
住条件日趋紧张，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当地黑帮势力盛行，由此滋生的贫穷、失业、犯罪、不公平等社会
问题日益突出，并且严重威胁着南非社会的稳定。

开普敦地区的贫民窟主要集中分布在环绕桌山山脉，南北贯通福尔斯湾与桌湾，向东一直延展
数十公里的著名开普平原（Ｃａｐｅ Ｆｌａｔｓ）。始建于１９２７年的“朗嘎”（Ｌａｎｇａ，科萨语为“太阳”的意
思）就是距离开普敦富人郊区仅６公里的一个形成时间较早的黑人贫民窟，主要族群以科萨人为
主；近年来新涌入的人口不断激增对政府的贫民窟住房改善工程造成巨大负担；始建于１９９０年的
乔斯洛沃（Ｊｏｅ Ｓｌｏｖｏ）便是位于朗嘎（Ｌａｎｇａ）之中规模最大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一个非正
式居住点，２０１１年人口已超过２００００人，约占朗嘎（Ｌａｎｇａ）总人口的五分之二。⑤ 坐落于福尔斯湾
（Ｆａｌｓｅ Ｂａｙ）沿岸的“米切尔平原”（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 Ｐｌａｉｎ）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种族隔离政府为了安置中产
收入家庭的有色人而建立的一个有色人镇区；据其官方网站记载，该地最初只有５６所住宅，到
１９８９年住房数量已经增长到３３０００所，随着有色人的不断涌入与非正式住房面积的迅速增长，目
前该镇区已成为开普敦地区规模最大的有色人贫民窟。⑥ 同样位于福尔斯湾海岸与“米切尔平原”
比肩相邻的“卡耶利沙”（Ｋｈａｙｅｌｉｔｓｈａ，科萨语的意思是“新家园”）则是８０年代末种族隔离政府为
了解决迅速增长的东开普省打工移民以及开普敦地区其他贫民窟人口过渡膨胀等问题设立的新贫
民窟，目前已是全南非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据统计其人口目前已突破４０
万。贫民窟内部不仅基础设施差，火灾频发，而且黑帮势力强大，在内部居住并拥有固定收入的人
多半会被当地黑帮盯上，并将其财富抢劫一空，也因此很多人大都选择从事临时性的工作，当天挣
钱当天花掉，基本没有财富积累可言，或者一些年轻人直接加入当地黑帮，靠非法抢劫偷盗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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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红：《南非的肯定性行动评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开普敦地区各种族的居住空间分布情况可参见ｈｔｔｐ ：／ ／ ｄｏｔｍａｐ． ａｄｒｉａｎｆｒｉｔｈ． ｃｏｍ。
刘敏、包智明：《从区隔到共享：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居住空间———南非开普敦市海湾镇贫民窟的民族志研究》，载《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社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柳建文：《冲突与融合：城市空间与族际关系的社会学》，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数据来源：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１。参见ｈｔｔｐｓ：／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１． ａｄｒｉａｎｆｒｉｔｈ． ｃｏｍ ／ ｐｌａｃｅ ／ １９９。
资料来源：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 Ｐｌａｉｎ。参见ｈｔｔｐｓ：／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ｐｌａｉｎ．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ｏｆ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 － ｐｌａｉｎ ／。



表１ 朗嘎、米切尔平原、卡耶利沙三个贫民窟各族群人口数量变化（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①

贫民窟 种族
１９９６年

人数 百分比
２００１年

人数 百分比
２０１１年

人数 百分比

朗嘎

黑人 ４５９８７ ９８． ８９ ４９４４４ ９９． ５５ ５１９３９ ９９． １２

白人 ６ ０． ０１ １０ ０． ０２ ３８ ０． ０７

有色人 ７３ ０． １６ ２１３ ０． ４３ ２００ ０． ３８

亚裔 ４３９ ６ ０． ９４ ０ ０． ００ ２２４ ０． ４３

合计 ４６５０５ １００． ００ ４９６６７ １００． ００ ５２４０１ １００． ００

米切尔平原

黑人 １６７６１ ５． ６５ １３１５１５ ３２． ９９ ２２７２３ ７． ３２

白人 ３７ ０． ０１ １４０５ ０． ３５ ５８１ ０． １９

有色人 ２７８５９５ ９３． ９３ ２６４０２７ ６６． ２３ ２８１８２９ ９０． ７７

亚裔 １２１８ ０． ４１ １７０３ ０． ４３ ５３５３ １． ７２

合计 ２９６６１１ １００． ００ ３９８６５０ １００． ００ ３１０４８５ １００． ００

卡耶利沙

黑人 ２４４０９５ ９８． ９９ ３２７３２６ ９９． ４９ ３８６３５９ ９８． ６２

白人 ７ ０． ０１ ８７ ０． ０３ ３２７ ０． ０８

有色人 ７８４ ０． ３２ １５５６ ０． ４７ ２３１５ ０． ５９

亚裔 １６８１ ０． ６８ ３３ ０． ０１ ２７４９ ０． ６９

合计 ２４６５６７ １００． ００ ３２９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３９１７４９ １００． ００

同底层黑人和有色人居住社区的贫困、失序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白人的居住社区往往显得宁静
优美，而且井然有序。比如面积和朗嘎几乎相同的白人郊区纽伦兹（Ｎｅｗｌａｎｄｓ），背靠山林、溪水环
绕，社区总人口仅有５１００人；与纽伦兹相邻的兰德博什（Ｒｏｎｄｅｂｏｓｃｈ）同样是富裕的白人社区，面积
约是纽伦兹的２倍，而总人口也只不过１４５９１人。② 当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鲜明的和族群身份绑定
在一起的时候，现实的许多社会矛盾一旦被种族隔离的历史记忆所催化，往往引发以“族群”为表
征的冲突形式。兰德博什历史上曾经是当地有色人居住的村庄，后来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占领，尤其
是１９５０年种族隔离政府颁布了《集团住区法》（Ｇｒｏｕｐ Ａｒｅａｓ Ａｃｔ）以后，该地区的非白人族群全部被
赶走并安置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开普平原。③ 在兰德博什的东北部有一大片保留着开普原始植被的
辽阔“荒地”，当地人称之为“兰德博什共享地”（Ｒｏｎｄｅｂｏｓｃｈ Ｃｏｍｍｏｎ）；离“荒地”不远处便是开普
平原的贫民窟。２０１２年１月底，由于对缺少土地、住房和工作机会等现状的不满，附近的贫民窟发
起了一场名为“夺回兰德博什共享地”的抗议游行，大批黑人和有色人进军“兰德博什共享地”，引

１２

从宽恕到宽容：后冲突时代南非社会和解与转型正义之反思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根据开普敦市统计数据（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Ｃｅｎｓｕ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１）整理获得，其中印度裔及其他未识别族群身份的
人口均统计在亚裔群体当中。

纽伦兹的区域面积为３． ４８平方公里，兰德博什的区域面积为６． ４２平方公里；文中的人口统计数字为２０１１年开普敦市的官方
统计值。纽伦兹和兰德博什均为靠近桌山的白人社区，里斯贝克河（Ｌｉｅｓｂｅｅｃｋ Ｒｉｖｅｒ）从中流过。

Ｈｅｌｅ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ｅｃｋ：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Ｗｙｎｂｅｒｇ，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Ｆｏｒｍｓｘｐｒｅｓｓ，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
ｐ． ２３１．



起当地居民、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① 同样发生在兰德博什，２０１５年３月份开普敦大学爆发了
一场名为“罗德斯必须倒下”的殖民时期人物雕像拆除运动，广大黑人学生参与其中，并最终移走
了矗立于校园中心的罗德斯雕像。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初，一场由于金山大学宣布计划把２０１６年的学费
上调１０． ５％，从而引发学生抗议并且联合学校工人一起发起的名为“学费必须下降”的运动迅速在
全国高校扩散，开普敦大学亦是该运动的重镇；②参与运动的主力依然是广大的贫困黑人学生，而
且该运动一直保持间歇性发生，很难彻底结束。譬如２０１６年９月中旬，随着各大学新学期开学，该
运动再次在全国掀起热浪，此次运动在开普敦大学持续了近两个月，并造成学校瘫痪，全面停课，不
少毕业生也惨遭影响，不得不推迟毕业。

（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混合对立的人心
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兹贝萨（Ｎｔｓｅｂｅｚａ）教授基于近两年的学生运动反思与总结南非的

民主之路时回顾并讲述了曼德拉总统执政初期，白人自由主义者与黑人民族主义者如何达成妥协
与联合的奇妙过程，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黑人中产阶级是调和黑白对立意志主张的关键。③
如今的南非，政治意志增长最显著的依然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主流思潮；只是情形却更加复
杂：不再是白人自由主义与黑人民族主义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白人中间民族主义者日渐增多，黑
人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黑白族群中间形成了混合对立的
格局。由于巨大的经济差距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贫苦黑人群体依然抱怨
历史的不公正；直到今天，“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依然是他们对白人进行道德谴责的标签；这种逆
向歧视以及大众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最近的学生运动中便可见一斑。相反，白人则主要
坚持他们一贯主张的自由主义立场，为保护个人财产提供政治合法性，并以此作为抵制黑人对其进行
道德攻击的武器。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黑人中产阶级也开始认同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等自由主义观念，他们对学生运动则更多地表现出无动于衷甚至担忧的态度。最有意思的是，白
人中间尤其是阿非利卡人中，一部分人越来越表现出高傲倔强的民族主义心理，比如一批阿非利卡人
保守分子甚至买下北开普省的一块不毛之地，建立了一个排斥黑人的阿非利卡人“敖兰尼亚村”
（Ｏｒａｎｉａ），６００多村民在铁丝网围绕的村庄生产、生活、学习，目的是保存阿非利卡人的文化和特征。④
如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形成既混合又对立的格局，而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似乎仍
是促使二者调和的利器；在这种意义上来讲，“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不是没有道理。

（三）腐化与堕落：衰退的政治
在今天的南非，政府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而前任总统祖玛（Ｊａｃｏｂ Ｚｕｍａ）在国民心中似乎已成

为“腐败”的代名词。一位在开普敦从事高端住宅买卖中介工作的代理人曾向笔者讲述：
在政府改善贫民窟住房工程中，依据振兴法案中的“优惠采购”政策，政府采购产品

应该倾向于那些指定的ＢＥＥ公司来促进黑人企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大多数被政府指定的
ＢＥＥ公司都是由具有裙带关系的官员亲属掌握，他们得到政府的资金后并不从事生产制
造，而是从其他国家直接购买更为廉价的产品从而养肥自家腰包；另外，大约自２００９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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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期间，南非经常出现全国性“电荒”，但实际上这也只是祖玛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制
造的假象；据悉，这是祖玛背后的一个印度人家族“智囊”———古普塔家族（Ｇｕｐｔａ ｆａｍｉｌｙ）为
祖玛贡献的计策；制造电荒假象是为了使总统提出的“增设新发电厂来补充全国供电不足”
的议案在议会通过，从而使掌握煤炭、核燃料等能源矿产资源的政治姻亲从中获利。①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０日祖玛以“莫须有”的方式无预警革职了备受敬重的前财政部长戈登（Ｐｒａｖｉｎ

Ｇｏｒｄｈａｎ），改由无任何财政与商业经验的４５岁现任部长出任。此举不仅在执政党“非国大”
（ＡＮＣ）党内以及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更重创南非经济，国家信用评级遭降至“垃圾级”（ｊｕｎｋ
ｓｔａｔｕｓ），货币兰特应声暴跌，全国要求其下台的声浪越演越烈。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爆发了全国性反祖
玛抗议游行，各大城市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其下台；以当天开普敦地区市民游行为例，从兰德博
什去往市中心的主路上，游行队伍举牌高呼：“祖玛必须下台”“腐败必须下台”等口号。② 实际上，
这已是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祖玛第三次开除财政部长。③ 南非政治令人堪忧。

四、用宽容寻求正义
（一）“宽恕”的不足与“宽容”的提出
虽然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社会转型的初期，“宽恕”在达成和解、避免冲突的过程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演进，无论从理论层面的分析还是对现实社会影
响的考察，“宽恕”这一概念都愈加显得不合时宜。首先，从概念的形成逻辑上看，“罪责”是构成“宽
恕”概念的前提，因此，“宽恕”这一概念在逻辑中包含着一种身份上的不平等，背负罪责的人与宽恕
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债务”关系；其次，从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上来看，当社会过于强调“宽恕”时，容易
给背负罪责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新的不公平感产生；再次，从时间阶段上来讲，“宽恕”理念及
其所支撑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历史上的不正义，其面对的是“过去”，然而面对
“未来”，如何解决当下正在面临的和预防未来将会发生的不正义现象，则需要新理念的提出。

在今天的南非，每当谈及“宽恕”一词，白人总会表现出一种莫名的“不自在”，而且越来越多的
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反感“宽恕”这种字眼，甚至会抱怨即使自己不是行恶之人，却因为自
己身属白人群体而不得不背负历史罪责，替历史“还债”。在很多年轻白人眼中，种族隔离制度似
乎已经构成了他们的“原罪”；即使自己不曾迫害过任何人，但是由于他们的祖辈曾经所犯下的罪
行，使得他们这一代乃至再下一代都要持续为其祖辈的“原罪”进行赎罪。年轻白人对“赎罪论”的
不满不仅表现为心理层面的“身份不平等”感知，而且还体现为对社会现实中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
的就业、入学、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不公平”分配结果的愤懑。所以，由于“宽恕”这一概念本身所隐
含的一种“不平等”因素与其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决定了其作为追求社会“可持续性转型正
义”理念的固有缺陷与先天不足；考虑到南非当前的社会结构、族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现
实，“宽容”这一概念的提出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从哲学逻辑上来讲，多元与差异是“宽容”理念提出的前提。在现实问题中，尤其是当这种多
元与差异现象表现为族群问题时，以“宽容”作为价值和原则具有非凡的意义。宽容代表着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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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下午３时至５时笔者在开普敦一好友家中对其代理人的无结构访谈；为了研究伦理的需要，对访谈对
象的姓名进行了匿名化。

资料来自笔者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在开普敦的参与观察。
２０１５年２月，祖玛宣布辞退时任财政部长尼利（Ｎｈｌａｎｈｌａ Ｎｅｎｅ），起用不知名的党内同袍路彦（Ｄｅｓ Ｖａｎ Ｒｏｏｙｅｎ），导致南非股市

震荡，兰特跌破历史新低，迫使祖玛改以戈登替换上任不到４日的路彦；此次开除戈登，是２０１５年２月以来祖玛第三次开除财政部长。



的尊重，对多元的平衡；它是确保社会正义的另一种标准，因此也是防范和应对族群冲突的另一种
有效策略。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族群冲突的引发并不是由于多元族群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本
身，而是由于不同族群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不平等地位和不公正待遇；换言之，族群冲突的根本原
因乃是差异的族类群体之间存在的不正义关系。所以，追求社会的转型正义、重建和谐的族际关
系，越来越需要“宽容”理念的树立。

（二）在转型中培育“宽容”的正义
“宽容”（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宽容”思想。就像“民族”在

当代的地位一样，宗教共同体和王朝这两个文化体系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都被人们看做是理所当
然的参考架构。① 亦如当今时代普遍频仍的民族矛盾与族群冲突，历史上也曾因宗教信仰的差异
引发长期的宗教歧视与宗教压迫乃至冲突与战争。启蒙时代紧跟在一个宗教骚乱和宗教迫害时代
之后，因此早期的启蒙政治理论与宗教宽容问题联系密切，启蒙思想家对宽容的精神做过大量论
证。例如洛克曾写道：“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一切纷乱和战争，并非因为存在着
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而这
是能够做到的）。”②伏尔泰也曾留下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拼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③胡
适在晚年反思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时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比自由更重要；有时
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
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
和新信仰。”④宽容不仅仅是一种德性意义上的风度与雅量，更是一种政治价值；价值多元主义者认
为，只要不危害到和谐及稳定的合理多元社会，其他与我不同的意见、信念、信仰和文化都是能接受
的。这不仅是在宗教上而已，族群之间以及他们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都应遵循这种“宽容”的原
则。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作为一般性规则，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维持一种‘不稳固平衡’，
避免极端的状况发生，也避免令人无法接受的选择出现———这正是所谓‘良善社会’的首要条件。”⑤

南非所追求的“转型正义”一直被视为是有别于以往“报复性正义”和“惩罚性正义”的“和解
性正义”“修复性正义”或“回复性正义”。⑥ “回复性正义”（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理念即强调在发生
冲突之后通过修复受伤的共同体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重新回复到理想状态。然而纵观南非
历史，黑白族群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存在过理想的状态，因此这种“回复正义”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价值上的预设，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而南非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族
群、文化和意识的多元与差异决定了“宽容”理念与价值多元主义在构建理想的“良善社会”中的地
位。根据穆图瓦（Ｍｕｔｕａ）教授对“转型正义”的论述，他认为“转型正义”概念所设想的蓝图在转型
过程中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采取承诺对过去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处置的临时性措施寻求
后冲突社会的稳固；第二步则更加关心转型过程中如何形成合理的社会道德价值规范，重点是使社
会朝向一个包容而且公平的方向发展。⑦ 宽恕与宽容正是南非在追求转型正义过程中应当经历的
两个阶段；“宽恕”的精神在社会转型的初期起到了化解恩怨、稳固社会的功效，但随着其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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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伏尔泰著，蔡鸿滨译：《论宽容》，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胡适：《容忍与自由》（１９５９年３月）；收录于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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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２６． ２０１３，ｐ．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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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而产生的负面后果逐渐显现，加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南非的社会转型越来越需
要培育一种“宽容”的精神去实现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实现真正的平等、公平与正义。罗尔斯也意
识到现今民主社会是一个充满多元和差异的社会，所以他也企图去解决这些可能出现冲突的难题，
借由他的政治原则，来使每个宗教团体、少数族群……能在宪政原则下接受彼此的差异；更重要的
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乃为了维持一个和谐与稳定的合理多元社会；①这也是罗尔斯对“宽容”
精神进行的政治哲学思考。他在《正义论》中写道：

即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深刻的，且没有人知道怎样合理地调解这些差别，然而从原
初状态的观点来看，如果人们能同意某种原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同意平等自由的原则。
历史上出现的与宗教宽容有关的这个观点可以扩展到其他情形中去……人们明白，当他
们所承认的原则和这些信仰发生冲突时，原则就要凌驾于信仰之上；正义原则可以以这种
方式在对立的道德规范中作出裁决，如同它们调解各种敌对的宗教主张一样。在正义所
确立的结构中，社会的各阶层可以采纳具有不同原则的不同权衡的道德观念。②
罗尔斯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转型中培育“宽容”精神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将“宽容”从价值

层面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构造；如何在现实的宏观与微观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政策设计上体现“宽容”
的理念；人心建设与制度建设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保障社会朝向良善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实现社会
的真正平等、公平与正义。近年来，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的转型正义，进一步深化社会层面的和解与
人心的和解，南非出现了一系列专门从事族群和解的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它们正在试图超越政府
在和解工作中的局限，充分发挥社会层面的力量，妥善有效地进行着社区层面、文化层面的族群和
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开普敦市的正义与和解研究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简称ＩＪＲ）。ＩＪＲ被认为是继ＴＲＣ之后，南非和解理念的又一次升级。社会组织不仅弥补了政府职
能有限性与运营成本不足的短板，而且由于其自身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和民间性等特点，在进行
社区层面的和解工作与理念的推行过程中往往会比政府有更好的效果。在笔者对ＩＪＲ的执行首席
斯坦利·汉克曼（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ｅｎｋｅｍａｎ）的采访中，汉克曼分享了他们在进行和解工作中的一个例子：
自１９９４年种族和解以来，在一些领域的社区层面，族群关系依然非常恶劣；在农业部门尤甚，白人
农场主和黑人员工之间的关系依然很不好。在北开普省和豪登省，每年白人农场主的被谋杀率非
常的高；政府多次试图介入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都困难重重。因为对于社区群众而言，特别是
白人农场主，对政府始终心存抗拒和不信任。尤其是今天，南非政府腐败的形象越来越不得人心，
加上近年来南非政府主张的土地改革，试图对白人农场的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直接触动了白
人农场主的利益。而当政府把这些工作委托给非政府组织去进行时，往往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据
汉克曼讲，每当他们的工作队伍进入到某一个镇子的时候，往往都是很受欢迎，大家也都积极配合
他们的工作，和解工作得以顺利有效地进行展开。③ 像ＩＪＲ这样从事和解工作、促进社会转型正义
的社会组织，在开普敦乃至全南非还有很多。它们除了接受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外，还受到社会
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已然构成了后冲突时代南非进行深入和解与推进社会
转型正义工作的新兴主导力量。这些新兴的治理主体正在以更加“宽容”的理念去推进和贯彻族
群和解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平等、更加公平的社会必将在南非呈现，南非的转
型正义将会在“宽容”的理念下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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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反思
自１９９４年社会转型以来，南非在追求民族和解与社会正义的道路上已经走过２０余年。应当

承认，在转型的初期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民族和解工作所做出的努
力，以及随后政府出台的各项振兴黑人经济的帮扶政策，使得历史上的不正义得到纠正，人与人之
间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黑人经济开始得到改善，并且黑人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尤
其是转型初期，国家采取“宽恕”的做法避免了白人族群的大批外逃与流失，保证了南非经济的繁
荣与社会的稳定，黑白族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也开始增加，南非各族群之间的和解与共融的关系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由于南非特殊的历史经历与复杂的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在转
型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纠正”措施越来越难以在不同族群的内心与实际经济利益中取得平衡，其
早期所呈现出来的积极效果开始逐渐消退，甚至其弊端已日益显现。黑人和白人之间内心依然存
在着互相歧视，种族隔离虽然在制度上早已被打破，但在人心与生活中依然随处可见。人心的对
立、族群的隔阂，这除了人与生俱来的“喜同恶异”的本性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对自身所处
的不对等境遇产生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感。因此，在多元差异的后冲突社会，若想实现真正的人心和
解与社会正义，尊重差异、秉持公平、人人平等的“宽容”理念必须从人心到制度进行双重建设；唯
有如此，“彩虹之邦”的美好愿景才能从理想走向现实，转型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南非的案例与经验为我们探索转型正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较为清晰的脉络梳理。从“宽恕”
到“宽容”是和解哲学对历史和社会两个层面的重新思考，是转型正义从“人权”关怀到“族群”考
量的视角突破，也是“转型正义”研究从国家视野到社会视野的重要思维转换，更是社会建立“持续
性转型正义”必不可少的两个阶段。把握好南非的经验，不仅对世界饱受族群冲突之苦的广大国
家与地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处理民族事务，打造更加和谐
的民族关系，也能从中得到启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ｂｅｅ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ｎｏ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ｉｖｅｎ ａ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ｉｎ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ｒａ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ｉｎ １９９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ａｓ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ｅｗ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ｏｄａｙ’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青觉，教授；朱鹏飞，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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